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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国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跨国动态能力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杜    健,  周    超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跨国动态能力对于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对母国网络关系作

用于企业跨国动态能力的机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引入本土企业网络与外资企业网络

的双网络效应，探索外资企业网络对企业的跨国动态能力在机会感知、资源获取以及资源重构

三个维度上的影响以及两类网络之间的内生关系。在中国204家跨国企业数据的基础上，研究

发现外资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正向影响了跨国企业动态能力的三个维度。此外，本土企业网络

关系嵌入性正向调节外资网络关系嵌入性对跨国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影响。本文从网络视角

给出了企业的跨国动态能力影响机制，对于新兴经济体中跨国企业的能力提升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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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跨国企业通常面临快速变化的环境，所处的全球交易市场常常伴随着激烈的竞争，表现为

迅速变革的技术环境与不发达的经营诀窍等（Teece，2007），因此企业需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

对已有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动态管理，从而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下建立相适应的能力体系，获得持

续的竞争优势。而动态能力被定义为能够对内外部资源进行有效协调、配置，并及时、快速、灵

活地实现产品创新的能力（Teece和Pisano，1994），它与跨国企业的绩效密切相关，是企业国际

化所需能力的重要表征（Teece，2007）。已有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证了动态能力对于解释跨国企

业行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采用原有的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等静态资源理论无法解释全

球动荡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形成与提高，需要引入动态能力的观点对此进行有

力的阐释（Prange和Verdier，2011）。随着国际化学者对动态能力观的逐渐重视，动态能力在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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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行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运用（Luo，2000；Griffith和Harvey，2001；Jantunen等，2005）。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面临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着资源匮

乏、运营风险过大等外来者不利问题。企业所拥有的动态能力则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组织内外

部的资源，缓解不同的市场环境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进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Luo，2000；
Teece等，1997）。当前关于跨国动态能力的研究侧重阐述跨国企业动态能力对其进入模式、进

入区位等重要选择的影响（Prange和Verdier，2011；Luo，2000，2002），对跨国动态能力的界定和

描述尚未形成一致性的认识，影响其形成与提高的因素亦解释不足（盛斌和杨丽丽，2014）。不
同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中的跨国企业，中国企业尚未积累起强大的管理能力和运营能力

（Wang等，2012；Deng，2009），因此如何解释新兴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动态能力的形成与

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所在的社会网络能够为跨国企业提供多种资源，包括资本、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等

（Chetty和Blankenburg，2000；Musteen等，2010）。现有社会网络的研究关注到东道国网络能够

影响跨国企业的能力，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到跨国企业的母国网络对于其国际化过程中的动态

能力所起到的作用。此外，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之一，其跨国企业受到

投资于中国的外资企业影响颇深，通过嵌入在外资企业网络中，企业能够汲取跨国管理知识与

技术以更好地实现国际化。中国跨国企业也同样嵌入在本土企业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之中，其与

本土企业的关系往往会影响其外资企业嵌入程度。母国外资企业网络是否会对企业跨国动态

能力产生影响？影响机制是怎样的？本土企业网络在其中起到了何种作用？这正是本研究试图

探究的核心问题。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进行了简要的背景介绍与研究问题引出；

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提出；第三部分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进行实证

研究及结果讨论；第四部分汇报了本文的结论与研究局限，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跨国动态能力

国际市场环境通常具有技术飞速变革、动荡复杂的特性，身处其中的跨国企业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其动态能力以实现生存和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学者将跨国企业的动态能力定义

为：在国际化市场追求可持续竞争优势时，创造、配置和升级组织嵌入与获利资源的能力

（Luo，2000），它要求企业可以从现有资源中攫取利润并形成新的能力，包括能力占有、能力部

署和能力升级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学者提出全球动态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Griffith和
Harvey，2001）：在系统推进全球一体化的同时根据不同国家制度与文化等环境的特殊性制定

相应的国别战略；并通过整合与重构内外部资产以把握全球市场的各种机会。还有学者将国际

化动态能力分为两类：国际化利用能力与国际化探索能力，前者包括（跨越）门槛能力与整合能

力，后者比如增值和破坏能力（杨丽丽等，2015），而平衡这两类能力的双元性能力则属于高阶

国际化动态能力（Prange和Verdier，2011）。根据以上观点及本文研究主题，将跨国动态能力定

义为：在跨国经营过程中识别、获取、整合海外资源并重构企业内部资源体系，建立不断提升、

动态适应的资源组合，进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

有学者提出企业识别、整合内外部资源并进行重构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资源（Teece，
2007；Wu，2006，2007），在识别、整合、调配资源的过程中企业的能力得到提升，而通过重构所

更新的资源成为企业下一阶段的资源基础，促进动态能力的进一步开发，形成资源与能力相互

促进、共同提升的循环。现有研究侧重资源和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或资源与绩效的关系（董

保宝和葛宝山，2012），资源与能力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黑箱”，现有的相关研究得出了两个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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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结论：资源越多越有利于动态能力的开发（Wu，2006，2007）；资源的提高有利于动态能力的

提高（McKelvie和Davidsson，2009），对资源与能力之间的影响机制仍未有一个清晰的探索。

跨国动态能力现有研究较少，关于其界定和维度划分尚未形成一致认识。单从动态能力来

看，不同学者在其提出后对之进行了概念本身的细化和维度的划分，部分学者从单维的角度来

表征，将其看作一种能力或过程，如适应能力（Zhou和Li，2010）、研发能力（Helfat，1997）和营销

能力（Danneels，2002）等。但大部分学者沿用了初次提出动态能力时的多维度表征方法（Luo，
2000；Zott，2003）。结合前文定义与已有研究，本文亦认同多维度的划分方法，并将企业的跨国

动态能力划分为机会感知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以及资源重构能力三个维度。

（二）网络关系嵌入性

网络嵌入性最早被视为是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结构的互动（Granovetter，1985），自被提出

后便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该概念进行了探讨与分类。总体来看，网络嵌入性可

以概括为微观、中观以及宏观三个层面（徐蕾，2012），最早提出的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属

于微观层面的研究（Granovetter，1985），后来学者划分的双边、组织与环境嵌入性属于中观层

面（Hagedoorn，2006），而宏观层面的研究则是结构、认知、制度与文化嵌入性的划分方法

（Zukin和DiMaggio，1990）。有学者认为最早提出的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划分是最本质的

分类方法（许冠南，2008），其他分类都是基于此进行的拓展和演化，本文亦将采用该分类方法

来进一步阐释关系嵌入性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

关系嵌入性关注的是以企业间直接联结为纽带的二元交易关系问题，指交易双方相互理

解、信任和承诺的程度（Granovetter，1985；许冠南，2008；Barden和Mitchell，2007；Uzzi，1997）。
与结构嵌入性相比，关系嵌入性强调将直接联结作为企业获取信息与资源的机制所起到的作

用（许冠南，2008），它关注的是网络中企业之间二元交易关系，研究企业如何获得更多的资源，

是理解网络对经济行为的重要着手点（陈小玲，2014；Barden和Mitchell，2007）。几乎所有研究

都表明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能够影响其信息与知识的获取、技术创新以及绩效，但学者们对

其作用机制持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弱联结更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信息和知识（Granovetter，
1985；许冠南，2008），也有学者认为强联结关系下信息交换越频繁，从网络中获取的知识与资

源更多（McEvily和Marcus，2005），还有学者认为关系嵌入性对企业的影响呈倒U型（Uzzi，
1997）。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认同嵌入性越强能够获取资源越多的观点。以往研究者基于不同

的目的，对关系嵌入性的维度进行了不同的划分，被广泛接受的三维度划分分别是信任、信息

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Uzzi，1997）。其中信任是指交易一方对另一方不会利用自己的弱点来获

取利益的信心；而信息共享不仅包括交易双方的显性知识，也包括只有通过“干中学”才能获得

的隐性知识；共同解决问题则能够促进交易双方相互协调并一起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许冠

南，2008；Uzzi，1997）。
（三）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的跨国机会感知能力

跨国机会感知能力是企业通过学习适应全球市场与技术环境变化，实现对机会的感应与

捕捉，以制定或调整相应国际化战略的能力（盛斌和杨丽丽，2014）。企业已有的资源存量，如国

际化经验、物质/人力资本、企业文化等能够使企业对全球市场或技术环境变化更加敏感，但企

业所处的关系网络，尤其是外资企业网络，对企业感知国际化环境中的机会亦具有重要作用

（Zukin和DiMaggio，1990）。一般而言，外资企业拥有更多的跨国管理经验、全球市场与技术环

境的信息以及国际化经营人才。在关系网络中，合作双方的相互信任提供了评估信息质量与可

靠性的重要过滤机制（陈小玲，2014），相比于其他关系嵌入性不强的公司，企业将会更加信任

从外资合作伙伴处获得的信息资源（Hagedoorn，2006），从而使企业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更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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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国际市场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并做出战略调整。其次，与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将为企业提供

具体、复杂、私人和整体的信息（许冠南，2008），双方的合作关系更加透明与开放，焦点企业所

获得的信息更加优质，能够更好地学习了解环境变化进而把握机会。最后，企业之间共同解决

问题需要互相配合克服困难，形成共同的信息编码和语言，进而提高对合作伙伴信息的把握和

理解的准确性，从而能更快地识别、评估机会，提高机会感知能力。

综上，外资网络关系嵌入性可以增加企业的信息资源，使企业获得更加复杂、多样与即时

的海外信息，并通过学习处理这些信息提高感知外界机会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外资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越强，企业的跨国机会感知能力越高。

（四）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的跨国资源获取能力

跨国资源获取能力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国际化经营所需关键资源的能力（盛斌和杨

丽丽，2014）。企业在动荡环境中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是获取有价值、稀缺、难以模

仿及无法替代的资源（Barney，1991）。知识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

的重要来源，主要包括市场知识和经验知识，后者作为一种缄默知识，更有利于企业创造价值

（McKelvie和Davidsson，2009），且只能通过参与式的学习才能获得（Jeffries和Reed，2000）。通
常知识难以通过基于合同所建立的正式关系发生有效转移，学习知识的过程需要非正式的“你
来我往”，而关系嵌入性在知识的转移中提供了三种关键角色：阐述、控制以及激励（陈小玲，

2014）。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一般而言，较外资企业更为欠缺国际化市场知识与专业化经

验。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了他们与新兴跨国企业进行知识交流和转移的意愿。而

信息共享使得双方合作更加开放、自由，企业间可以更有效地交换想法，有利于互相学习对方

的知识（谢高峰，2007）。最后，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解决问题，企业能够近距离观察或参与对方

专家化知识产生的过程，并与之互动获得及时有效的反馈，提高知识吸收的效果。由于缄默知

识难以具象化为易于学习的文档资料，只能通过参与式的观察学习，与知识主体频繁互动才能

获得，因此共同解决问题为企业获取吸收更有价值的缄默知识提供了互动交流的平台。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外资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越强，企业的跨国资源获取能力越高。

（五）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的跨国资源重构能力

跨国资源重构能力是指对企业现有的资源基础、运营过程、组织架构等进行改变和重构，

以实现资源要素之间的重新匹配，使之更适合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陈小玲，2014）。有学者提出

合作伙伴间共同愿景的形成与企业间关系嵌入性强度有正相关关系，通过形成共同的目标愿

景，双方的资源可以进行更有效的交流，提高了资源（知识）学习与整合的效率（McEvily等，

2003）。
与外资企业的紧密网络关系，为新兴跨国企业处理国际化经营中的复杂性知识提供了学

习平台（章威，2009），有利于企业之间模仿和联合探索，为下阶段的合作奠定基础。与外资合作

伙伴间的互相信任和信息共享，会增加外资企业与新兴跨国企业接触并披露其国际化管理流

程的意愿，丰富了新兴跨国企业能够接触到的前沿国际化经验，为组织学习提供了有利的情景

（冯军政，2012）。外资企业的工作流程与国际化接轨，所采用的管理流程与新兴跨国企业差异

性较大，而共同解决问题需要合作双方发展出合适的共同工作流程以有效合作，在处理这样高

复杂性情况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持续的调整运营流程与组织架构，以实现与外资企业异质资源

要素的匹配。同时，共同解决问题有利于形成商业伙伴间结构与态度的趋同，从而更愿意与对

方共同展开合作项目。在这些过程中企业都需要不断改变和调整自身的运营流程和组织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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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有效地进行跨国经营，即资源重构。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与外资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越强，企业的跨国资源重构能力越高。

（六）双网络关系嵌入性对跨国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

本土与外资企业关系嵌入性并非相互独立，紧密的本土企业关系嵌入性将会为企业提供

信誉背书、丰富的资源渠道等优势，增强外资企业的合作信心，为开展有效的合作活动奠定

基础。

具体而言，从信号理论的视角来看，与本土企业具有紧密合作关系向外资企业传达了一种

信号，即焦点企业拥有更多本土资源获取途径和本土经营管理经验，具有及时准确的信息来

源、优质的供应商或销售渠道以及良好的信誉等，因此出于获得焦点企业中本土资源以更好生

存发展的需要，外资合作伙伴将会更愿意与焦点企业分享与国际化经营有关的市场信息、管理

流程，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投资机会、学习并改进组织惯例；同时更加透明开放地进行合作，促

进焦点企业更有效地学习吸收其缄默知识。因此，与本土企业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企业更加有效

地感知跨国投资机会、获取国际化经营所需资源、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进行组织变革提供了便

利，促进了外资企业关系嵌入性对其跨国动态能力的作用。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母国本土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正向调节了外资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对跨国动态能

力的影响。

假设4a：与本土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正向调节了外资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对机会感知

能力的影响。

假设4b：与本土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正向调节了外资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对资源获取

能力的影响。

假设4c：与本土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正向调节了外资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对资源重构

能力的影响。

结合前文分析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搜集情况

本研究需要测度的本土/外资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动态能力等变量无法从公开数据中直

接获得，而问卷设计与发放过程如果实施得当，将能有效的收集到研究所用的数据，因此本文

+

+

 
图 1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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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本研究中主要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企业发放问卷：（1）总部

在中国本土的企业；（2）企业的产权性质并非外商独资、合资中的外资控股；（3）企业需要有国

际化行为，包括出口贸易、设立办事处、销售、制造和研发机构等。出于对企业海外经营管理的

研究需要，本研究在问卷中专门强调所提问对象是企业具有国际化经营的业务机构，比如海外

子公司、办事处等。此外，一般而言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或海外业务部门的主管对企业的国际

化信息更加了解，因此问卷填写人员限于企业高管及海外业务部门主管。通过实地调研、委托

企业调研机构、在校EMBA发放等方式，本研究共发出问卷401份，收回318份，剔除存在缺失值

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04份，问卷有效率为50.87%。

（二）变量度量

1. 解释变量

关系嵌入性。根据前文所述，本文将采用信任、信息共享以及共同解决问题三个维度对关

系嵌入性进行度量，而关系嵌入性则由三维度的数值取平均得到。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信任、信

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定义与维度划分（McEvily和Marcus，2005；McEvily等，2003），并参考

国内学者章威（2009）以及许冠南（2008）的测度题项，本研究分别用以下题项测度关系嵌入性

的三个维度，如表1所示。

2. 被解释变量

动态能力。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机会感知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与资源重构能力的描述与测度

量表，结合研究内容，本研究的问卷主要针对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机构，如海外子公司、办事处

等，对跨国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测度量表如表2所示。

3. 控制变量

企业的动态能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本文重点论述的网络关系嵌入性外，企业

自身的规模、年龄、产权性质、所属行业以及国际化经验等也可能对企业的跨国动态能力存在

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使用样本企业总员工数来表征企业规模，操

作时对其取对数以免数值过大；企业年龄由企业成立至2013年为止所经历年数表征；企业的产

权性质设为“0—1”变量，“国有企业”设为0，“非国有企业”设为1；企业所属行业也设置为

“0—1”变量，将软件、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生物工程以及新型材料等高科技行业设置为1，
将机械制造、化工和纺织等传统行业设置为0；最后，企业国际化经验由企业开始国际化的年份

至2013年为止所经历的年数进行度量。

表 1    关系嵌入性的测度题项

关系嵌入性维度 测度题项

信任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在商谈时都能做到实事求是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都能信守承诺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没有误导本企业的行为
中资/外资合作伙伴不会利用贵公司的弱点来获取不当利益

信息共享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信息交换频繁，而非局限于既定的协议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相互提醒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变化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尽可能地互相提供所需的信息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分享其未来的发展计划

共同解决问题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能共同负责完成任务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能互相帮助来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本土/外资合作伙伴与贵公司共同协作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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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列出了本研究所回收的204份有效问卷的企业分布情况，可以看到，研究所采用的样本

企业行业构成较为合理，涵盖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从分布情况来看，样本企业多为中
小规模企业，较为稳定的成长性企业（成立年数在11到20年）占了近一半比例，符合我国实际情
况。从国际化经验来看，超过80%的企业拥有3年以上国际化经营年数。因此样本企业符合本研
究对研究对象的要求。

（四）效度和信度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各变量的效度，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以

及组合系数CR值。首先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中所用题项是否与预设的因子结构一致，

这是后续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前提。

以往学者研究关系嵌入性所采用的量表已经非常成熟，且不同学者所使用的量表改动也

不大，因此本研究仅对动态能力进行探索性因子的效度和信度分析。目前学术界对探索性因子

表 2    跨国动态能力的测度题项

动态能力 测度题项 参考文献

机会感知
能力

在跨国
运营中

企业是否经常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海内外行业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

冯军政，2012；Eisenhardt和
Martin，2000；Jantunen等，
2005；Lane等，2001；O’Reilly
Ⅲ和Tushman，2008；Prieto等，
2009；Zahra等，2006；曹红军
等，2009

企业是否密切跟踪科学或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
企业是否经常通过各种途径了解顾客需求或潜
在的顾客需求

资源获取
能力

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获得
资源
企业能否更快地比主要竞争对手获得资源
企业是否能比主要竞争对手以更低的成本获得
资源
企业能否比主要竞争对手获得更高质量的资源

资源重构
能力

企业是否赋予不同部门足够大的自主决定权
企业是否能够适时地对已有工作流程和程序进
行再设计
企业能否适时地对部门的工作任务和职能进行
再设计
企业是否能够灵活地调整企业的组织架构

表 3    样本分布情况统计

企业属性 特征分布 样本数 百分比 企业属性 特征分布 样本数 百分比

企业规模

100人以下 23 11.27%

所属行业

软件业 9 4.41%
101—1 000人 95 46.57%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41 20.10%

1 001—10 000人 57 27.94% 生物制药业 12 5.88%
10 000人以上 29 14.22% 新材料业 18 8.82%

产权性质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61 29.90% 机械制造业 54 26.47%

非国有企业 143 70.10% 化工及纺织业 24 11.76%

企业年龄

3年以下 1 0.49% 其他 46 22.55%
3—10年 39 19.12%

自身国际
化经验

3年以下 26 12.75%
11—20年 97 47.55% 4—6年 60 29.41%
21—30年 37 18.14% 7—10年 59 28.92%
30年以上 30 14.71% 10年以上 59 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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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所需样本量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但通常认为样本量为变量个数或变量题项数的5到10倍
即可。由前两节论述可知，本研究中因子分析最多需要处理3个变量，每个变量最多包含4个题

项，因此随机从204份问卷中抽取了80份来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动态能力的10个题项

KMO值大于0.7，且Barlett统计值显著异于0，各题项均按预期归入三个因子，且有良好的区分

度，因此动态能力量表内容效度良好。
通过对整体测量模型的检验，得到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组合

系数CR值都超过了0.8，因此可以认为该整体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Fornell和Larcker，
1981），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测度结果显示动态能力各维度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都
高于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Fornell和Larcker，1981）。如表4所示，通过对模型中所
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4中关系嵌入性分为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三维度表
征），每个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都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表明各个构
念之间有较高的区别效度。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为测度关系嵌入性和动态能力所采用的量
表，以及所收集到的企业层面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为下文的数据分析提供良好的
研究基础。

表 4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及AVE的平方根（双网络）

均　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产权 0.701 0.459
行业 20.245 14.213 0.13
年龄 2.996 0.865 –0.417** –0.034
规模 0.402 0.492 –0.266** –0.084 0.423**

国际化 9.485 8.851 –0.287** 0.027 0.608** 0.278**

信任d 5.61 0.881 0.031 0.024 0.124 0.195** 0.126 0.848
信息d 5.549 0.833 0.026 0.081 0.143* 0.077 0.155* 0.664** 0.795
解决d 5.747 0.777 0.06 0.037 0.082 0.042 0.134 0.594** 0.709**

信任f 5.626 0.808 –0.015 0.082 0.118 0.160* 0.13 0.667** 0.566**

信息f 5.364 0.891 0.011 0.104 0.101 0.078 0.115 0.451** 0.641**

解决f 5.606 0.806 –0.053 0.098 0.091 0.098 0.09 0.483** 0.522**

感知 6.018 0.72 0.041 0.087 0.107 0.202** 0.121 0.313** 0.468**

获取 5.358 0.816 –0.016 –0.026 –0.022 0.150* 0.015 0.227** 0.345**

重构 5.651 0.703 0.005 0.082 –0.008 0.019 0.044 0.259** 0.444**

均　值 标准差 8 9 10 11 12 13 14
产权 0.701 0.459
行业 20.245 14.213
年龄 2.996 0.865
规模 0.402 0.492

国际化 9.485 8.851
信任d 5.61 0.881
信息d 5.549 0.833
解决d 5.747 0.777 0.851
信任f 5.626 0.808 0.526** 0.811
信息f 5.364 0.891 0.555** 0.667** 0.818
解决f 5.606 0.806 0.631** 0.717** 0.695** 0.859
感知 6.018 0.72 0.440** 0.336** 0.307** 0.368** 0.83
获取 5.358 0.816 0.222** 0.166* 0.328** 0.216** 0.335** 0.823
重构 5.651 0.703 0.360** 0.365** 0.398** 0.333** 0.535** 0.385** 0.776

　　注：(1) d代表本土，f代表外资；(2)**表示显著水平p<0.01（双尾检验），*表示显著水平p<0.05（双尾检
验），对角线上为AVE值的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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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分析

基于前三节分析，本研究选择IBMSPSS Statistics 20.0版本作为数据分析软件，对回收的数

据进行统计检验。

（一）相关分析

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关系嵌入性分解为三个维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企业跨国动态能力三维度与企业和本土/外资企业间的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

之间均有正向显著的相关关系，跨国机会感知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与其他控制变量无显著相关关系，跨国资源重构能力与所有控制变量均不存在显著

相关关系。其他变量之间，除企业年龄、规模、国际化经验与企业产权存在显著负相关，企业规

模和国际化经验与企业年龄存在显著正相关，国际化经验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他变

量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且所有相关系数均小于0.8。
（二）回归分析

首先对模型的三大回归问题进行检验，即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经检验，本

文各回归模型中的方差膨胀因子指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均在1到4之间，因此，

可以认为解释变量（包括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Cohen等，2003）。而本文使用

的是横截面数据，在理论上并不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最后，通过绘制各回归模型的残差散点

图，发现并无明显共变趋势，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在排除上述三种问题后，本文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对所提出的假设做出检验。如表5所示，模

型1—3、4—6、7—9分别是机会感知能力、资源获取能力、资源重构能力作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

组合，其中模型1、4、7是它们各自控制变量和自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2、6、8是调节变量进入回

归模型后的结果；模型3、6、9则是加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效应后的回归模型。

首先将外资网络关系嵌入性放入模型，得到外资关系嵌入性对机会感知能力（β=
0.359***）、资源获取能力（β=0.364***）、资源重构能力（β=0.445***）均有正向显著作用，因此假设

1、2、3均得证。模型2、5、8显示，将本土网络关系嵌入性放入回归模型后，其对三个维度的能力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关系嵌入性仅对资源获取能力（β=0.165***）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

响。最后引入交互项，模型3、6、9显示，本土关系嵌入性对外资关系嵌入性与机会感知能力

表 5    动态能力三维度回归结果

变　量
机会感知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资源重构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常数项 –0.135 –0.095 –0.140 0.001 0.028 –0.027 –0.055 –0.009 –0.046

产权性质 0.164 0.097 0.088 0.012 –0.034 –0.045 0.061 –0.016 –0.024
所属行业 0.049 0.067 0.053 –0.023 –0.010 –0.027 0.029 0.050 0.038
企业年龄 0.002 0.001 0.001 –0.006 –0.006 –0.007 –0.002 –0.003 –0.004
企业规模 0.112 0.102 0.100 0.165 0.158 0.156 0.144 0.131 0.130

国际化经验 0.006 0.003 0.003 0.000 –0.001 –0.002 –0.001 –0.003 –0.004
本土关系嵌入性 0.409*** 0.495*** 0.282*** 0.388*** 0.472*** 0.543***

外资关系嵌入性 0.359*** 0.069 0.067 0.364*** 0.164* 0.162* 0.445*** 0.110 0.109
本土×外资 0.139*** 0.171*** 0.116***

R2 0.231 0.321 0.357 0.176 0.211 0.257 0.259 0.364 0.386
调整后R2 0.208 0.297 0.332 0.152 0.184 0.228 0.237 0.342 0.362

F 10.297*** 13.817*** 14.163*** 7.341*** 7.847*** 8.817*** 11.995*** 16.744*** 16.048***

　　注：***表示p<0.01；*表示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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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139***）、资源获取能力（β=0.171***）、资源重构能力（β=0.116***）之间的作用关系，均发挥

正向调节作用。

五、  结果与讨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了国际化战略布局，希望通过合

理的部署组织架构，实现企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和外部全球化资源的获取整合，参与海外市场

空间的竞争，以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跨国动态能力在企业海外经营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通过嵌入到所处的母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双网络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可以获

取、整合各方的资源并重构内部资源体系，提高动态能力，以更好地进行跨国经营。现有研究已

经证实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对其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母国网络的视角

分析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动态能力的还十分少见（Guler和Guillén，2010；陈小玲，2014）。
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通过作用于企业内外部资源的识别、获取与

整合过程，对企业跨国动态能力的三个维度（机会感知、资源获取及资源重构）均有显著正向影

响。本土企业网络关系嵌入性则通过信号传递机制，正向调节了外资网络关系嵌入性对动态能

力的影响。具体而言，与本土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性，通过提供信誉背书与丰富的资源渠道，增

加了外资企业与焦点企业分享国际化市场信息，组织管理流程和专业化知识的意愿，增加了焦

点企业对外部机会的识别、对资源的获取与重构能力。

在理论方面，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母国网络关系嵌入性

与企业跨国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架起了企业网络理论与跨国动态能力之间的桥梁。通过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母国网络关系嵌入性给跨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本质过程，本研究阐述

了网络资源如何影响企业的动态能力，补充和扩展了网络资源观体系。另一方面，本文在以往

研究基础上丰富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探索过母国制度环境和

竞争压力等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从母国网络关系嵌入性的视角，研究母国网络

通过作用于企业资源进而影响企业跨国动态能力的尚且不多。

在实践方面，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嵌入到与母国外资企业的紧密合作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力，为我国正在和将要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企业提供了管理启示，

也有助于政府更好的制定政策引导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对于已经和准备“走出去”的企业而言，

应加强与外资企业的合作，以更好地获得外资企业的正向溢出，促进企业跨国动态能力的提

高；同时增进与本土企业的联系，尤其是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企业，从而间接获得国际化经验。

对于政府而言，则应继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

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示范作用，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受限于有限的样本数量，本研究并未对企业所处行业与产

权性质做细分，而母国网络对不同行业与产权性质的企业跨国动态能力形成可能存在着不同

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据此继续展开更加细化的分类，从而能更好地揭示母国网络对企

业跨国动态能力的影响，对企业的国际化实践提供更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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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n Home Country Networks and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Du Jian,  Zhou Chao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Summary: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MDC）have been proved to be rather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es（MNCs）, reflecting the capability to
effectively acquire, deploy and upgrade existing resources when faced with turbulent global market
environment, which 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fierce competition.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are
influenced by embedded social networks to a large extent. Prior literature on this field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host country networks on firms’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while the
role of home country networks has been largely neglected. Operating in a country characterized as an
important inward investing country as well as an outward investing country, Chinese firms have been
embedded in tw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networks, comprised of foreign firms investing in China and
domestic firms growing locally. Through embedding themselves in the foreign-firm network, firm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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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  advanced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expertise  and  technology,  so  as  to  conduct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more effectively; furthermore, through embedding themselves in domestic-firm
network,  firms can often exert  an effect  on the  extent  of  foreign-firm embeddedn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ual-network effect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firms, trying to explore how the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n two home country networks（domestic and foreign firms）affect MNCs’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to 204 Chinese MNC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dicates that embeddedness in foreign firms exert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NCs’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Additionally, the effect of foreign firm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exerting on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domestic firms’ embeddedness.  Theoretically,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reveals the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home country networks on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heds light on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dynamic capability by exploring its antecedents
from a perspective of home country networks. Practically,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solutions to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network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NCs originated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implying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fav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firms in home country market.

Key words: emerging MNC; home country network;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multin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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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s an efficient way to instantly and flexibly respond to uncertainty. Secondly, this paper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little work has don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rovisation in entrepren-
eurship. We provid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which gives the
rationality  and  prospect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research,  thus  being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mprovisa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research. Finally, this paper expands the
scope and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research. We sort out the definitions,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by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clear over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We also propos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rough identifying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literature.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improvisation;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on-hand resource; rapid
reaction

（责任编辑：墨　茶）

 

母国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跨国动态能力

55


